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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退休年龄的经济学思考

李　珍

　　退休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退休年龄。世界上多数国家把退休年龄规定为 60岁至 65岁。

多数国家规定雇员在退休后即可获得退休金,但有些国家退休年龄与退休金给付年龄不一致。

如 70年代的日本法定退休年龄是 55岁,虽然从 70年代初人们就开始要求提高退休年龄,但

直到 80年代政府才通过立法将退休年龄提高到 60岁, 90年代初日本的社会保险制度改革的

重要内容之一是计划将退休年龄逐步提高到 65岁。

退休制度是工业经济的产物,如果说退休制度作为社会保障制度的一部分首先产生在德

国时是俾斯麦的一个政治工具的话,那么,在 20年代末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于 30年代初在美

国建立起来的这一制度则明明白白地是政府宏观管理的工具,当时这一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解

决失业问题,而不是老年人的收入保障。1935年美国通过的社会保障法规定退休年龄为 65

岁。在中国, 50年代初,退休制度将退休并在退休后立即获得退休金作为劳动者的一种权利被

制度化,当时就规定退休年龄男性为 60岁,女性为 55岁,这一规定一直延用至今。

50年代初建立起来的中国企业职工退休制度,虽然在 1958年和 1978年两次经过修改,

直至 1991年 6月国务院颁布的《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都是将原来规定的退休

年龄作为一个合理的事实所接受和认定的,没有对此提出任何的异议。学术界对中国 50年代

建立起来的养老保险制度的问题讨论颇为热烈,唯独对退休年龄问题很少给予注意。

一般说,人口预期寿命越长则退休年龄越高。从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看,中国目前的退休年

龄偏低。中国职工的退休年龄为男 60岁,女 55岁,这一规定是 50年代初制定的,当时中国的

预期寿命在 50岁左右。以北京为例, 195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 5319 和 5012 岁; 据

1957年对 11个省、市的调查,总人口平均预期寿命为 5710岁。而 1989年男女人口预期寿命

已经分别高达 69岁和 73岁。在 50年代初,总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低于退休年龄,到 1989年,

男女平均预期寿命比退休年龄分别高 9岁和 18岁。据预测,到 2000年,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将

·68·



再分别增加 1岁①。50年代规定的退休年龄在当时是适当的,但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了 20岁

的时候,这一规定就不适当了。按照前面提到的关于劳动力的定义,从中国人口健康状况的改

善来看,原定的退休年龄是过低了。我把中国的相对于平均预期寿命而偏低的退休年龄规定为

低龄退休。我认为中国应当着手有步骤地提高退休年龄。这是适应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手

段之一。

目前的问题还在于,由于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尤其在结构性失业的情况下,首先被挤出

劳动力市场的就是那些年龄较大的职工, 40多岁就被迫“提前退休”的情况已不是个别现象,

比残酷的现实更糟的是,人们对失业引起的问题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而对“提前退休”和低

龄退休引起的问题毫不关心。事实上低龄退休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下面从经济学

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一番讨论。

第一,退休年龄与退休基金。从退休基金来考虑,更有必要认真研究退休年龄的适当性问

题。首先让我们来看看人口预期寿命、退休年龄、退休基金及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退休年龄

不变,人口预期寿命提高会产生双重的影响,就个人而言,日益长寿的退休者将享受更长的退

休金领取期;就社会而言,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年抚养系数增长快,领取养老金人口以

较快速度增长。在退休金保障水平不变、退休年龄不变的条件下,要想维持退休金保障水平不

变,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结果只能是退休基金的急剧膨胀。中国进入 80年代以来的实践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1966年以前,退休人口平均每年递增 7万人, 1978年以后,每年递增 100多万

人;“七五”期间以年平均 180万人的速度增长,如果我们仍然沿用男 60岁,女 55岁的退休规

定,那么到 2000年以后将以平均 300万人的速度增长。据预测,退休职工与在职职工之比将会

从 2000年的 1∶411下降到 2030年的 1∶118。由于退休职工的迅速增长,退休金将迅速膨

胀,预计 2000年的退休费用将比 1987年增长 113倍, 2030年将比 2000年增长近 617倍②。

　　　表 1 中国退休职工增长情况

年份
　
　

退休人数
(万)

(1)

在职职工
(万)

(2)

退休人数与在
职职工之比

(1) ö(2)

1952 2 1603 1∶800

1978 314 9499 1∶3013

1980 816 12358 1∶1218

1985 1637 13214 1∶715

1990 2301 14059 1∶611

1993 2780 14849 1∶514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和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劳动　　　　

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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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中国退休职工退休费用实况

年份
　

退休费用
(亿元)

(1)

工资总额
(亿元)

(2)

　
(1) ö(2)

%

1952 0106 6813 0109

1978 1713 56919 3

1980 5014 77214 615

1985 14516 138310 1015

19903 22519 232411 917

19933 41015 381217 1018

　　　　资料来源: 根据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统计年鉴》(1994年)和中国统计出版社《中国劳动　　　　

工资统计资料》(1949—1985)整理。

　　　注: 由于统计口径的问题, 1990年及 1993年的数据为国有经济部门的资料。

以上我们分析了人口平均预期寿命、退休年龄、退休基金、保障水平之间的关系。在这些变

量中,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的提高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退休年龄、人均退休保障水平

及退休基金的总量却是可以人为调整的。但是最低的保障水平以及与此关联的退休基金总量又

是具有刚性的,而在人口预期寿命提高的情况下相应提高退休年龄却是可能的,同时也是必要的。

80年代以来,各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改革的内容很多,但有一点却是基本相同的,那就是纷

纷提高退休年龄,以减轻退休人口对退休金的压力。日本 1995年改革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将退

休年龄从 60岁逐步提高到 65岁,美国的目标是将退休年龄从 65岁逐步提高到 68岁,并千方

百计防止提前退休现象。早一年退休,不仅意味着退休职工多拿一年退休金,同时也意味着少

一年退休金的本利的积累。国际劳工部的研究表明,将退休年龄从 60岁提高到 65岁,退休金

可以减少 50%。

第二,退休年龄与经济竞争能力。退休金无论是通过两代人间的转移支付抑或是同代人的

积累方式进行分配,无论是工资的一部分还是利润的一部分,在经济过程中它总是表现为劳动

成本的一部分。其他条件不变,则退休年龄愈早,劳动力成本愈高,竞争能力愈弱。

在随收即付的财务制度下,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提高而退休年龄不变,必然的结果是在职一

代人更重的税赋。德国是世界上人口平均预期寿命最长的国家之一,而德国的退休年龄在发达

国家是最低的,仅为 60岁,尽管德国退休金的工资替代水平不是最高的,但是德国目前的养老

保险税已达工资总额的 1816% (雇主、雇员各纳一半)。经济学家库特·J·劳克指出:“一度有

效的价值准则——联邦共和国提出并使之具有法律地位的自治和企业创造力——过度的保护

和控制而面临被扼杀的危险。这个创造过经济奇迹的富有活力的国家已缓慢地成为僵滞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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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国家。这严重地威胁到德国在世界上开展有效竞争的能力。”③在中国现行养老金“部分积

累”的模式下,退休年龄开始过早,则积累期限短;积累期限短则供款率必高,则产品成本必高;

产品成本高,则企业竞争能力必低。可见,较早的退休年龄制度或许可以将相当一部分仍然足

够强壮的劳动力强制地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以便腾出工作机会,但其代价是竞争能力的下

降。在国内市场上,乡镇企业、城市私营经济能与国营企业一争高低的优势,不是它们的资本也

不是它们的技术或规模,主要的是其工资成本低廉。随着统一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城乡的普遍建

立,这种优势将逐步消失。在国际市场上,如果说 80乃至到 90年代初中国的优势是低廉的劳

动力的话,那么,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发生和发展,这种优势将会消失。

第三,退休年龄与劳动力市场。相对于高人口预期寿命而言的低退休年龄会对劳动力市场

形成一种压迫。一般认为年轻人就业比老年人就业更重要,老年人较早退休有利于腾出空缺岗

位给年轻人。这一点从美国退休制度建立的初衷可以看出。我们不排除低年龄退休对年轻人

的就业有正面的作用。但是,第一,制度的目标是一回事,实践中有没有和在多大程度上达到目

标又是一回事。第二,这一制度目标实现的成本有多大,也是值得研究的。

从理论上讲,我们首先应该注意到,退休模式与资本有机构成是密切相关的。如果劳动力

的成本低、资本的成本高,市场就会选择劳动力而不是资本; 相反如果劳动力的成本高于资本

的成本,市场就会倾向于选择资本而不是劳动力。劳动力成本的高低取决于包括养老金在内的

工资和福利的高低。上面已经提到过,低龄退休一方面意味着较短的工作年限;另一方面则意

味着较长的退休期。如果社会保险给付水平是一定的,为了达到这一保障水平,社会保险供款

率必高,因而劳动力成本必然上升。由于社会保障水平是具有刚性的,雇主是不能随意改变社

会保障水平的。雇主虽然不能随意改变社会保障的水平,但他们却可以选择用资本替代劳动。

资本替代劳动的结果是一部分劳动力被排挤出生产过程,失业率上升。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

家近些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包括养老社会保险在内的高福利引起的劳动力

高成本。可见,在牺牲 60岁以上人口就业权利为代价的低龄退休制度,成本是极其高昂的。中

国富裕的是劳动力,缺乏的是资本,中国应选择的是吸引更多的劳动力而不是排挤劳动力的退

休年龄制度。

其次,我们还必须注意到,退休年龄与作为消费基金的一部分的退休基金的关系是,在保

障水平不变时,退休年龄越高则对退休基金需求越小,则储蓄率越高; 高储蓄率则意味着高就

业和经济的高增长。相反,退休年龄越低则退休基金越大;退休基金的增加必然导致储蓄率的

下降,储蓄率下降的结果是失业率的上升和经济增长的减速。

从实际生活看老年人的就业与年轻人的失业并不存在绝对的替代关系。来自江苏海安县

劳动部门对失业者的一个调查显示,目前失业者中,自愿失业者过半,达 65%。在失业者中 30

岁以下占 87% , 45岁以上的只占 13% ; 在 30岁以下的失业者中,因不满意工作环境而自愿失

业者占 90%。谢国明 (1995)认为这些人“贪图安逸、轻松、稳定; 惧怕竞争和风险,依赖父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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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高谈阔论、牢骚满腹,丧失了行动的魄力和自食其力的生存能力。”④这一调查至少表明,

失业的原因不只是就业机会的供给不足,也有失业者自身的问题。60岁以上的人腾出的空缺,

年轻人未必能补满。中国城镇大量失业和大量工作缺人的现象并存是有目共睹的。

第四,退休年龄与产出的关系。经济的增长可以由若干因素引起,如技术的变迁、投资的增

加、劳动力数量的增加或质量的提高、制度的改革等等,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因素的作用,经济的

增长总意味着对劳动力的日益提高的补偿,经济学家认为这是劳动力获得其边际生产率增长

的报酬的反映。在社会产出与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强烈的相关关系。在劳动力生产率提高时,

如果每一个工人继续保持相同的工时,则经济的总产出一定上升。美国学者的研究表明,近几

十年由于人们消费更多的闲暇,这种可能的高产出被抵消了。⑤在过去的 30年里,一种新的闲

暇消费模式在一些西方国家出现了。这种模式就是早退休——人们在远不至于因年老而不能

工作之前就退休。早退休表示的是由于缩短了雇员的工作寿命而增加了闲暇的消费。不同的

闲暇消费模式对产出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同的,同时对将来人口的负担也是不同的。图 1描绘的

是在既定的劳动力规模下,平均劳动小时数与国民产出之间的关系。设劳动力为 1千万,如果

工人每周工作时间为H 1 (每周 40小时) ,则国民产出在Q 1。如果工人每小时工作时数下降到

H 2 (设为 35小时) ,则国民产出将会由于劳动投入的减少而降至Q 2。尽管如此,经济仍处在它

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上,所以这种经济仍然是有效地组织起来的。

图 1在生产可能性边缘移动　　　　图 2　生产可能性边缘向内移动

由于工人工作寿命的缩短而引起的闲暇消费的增加对国民产出的影响是不同的,如图 2

所示。设经济初始运行时劳动力规模仍为 1千万,工人每周工作小时数为H 1 (每周 40小时) ,

则国民产出为Q 1单位。现在的情形发生了变化,设由于早退休制度使劳动力规模缩小为 900

万,生产可能性边缘就会向内移动。这样,如果工人工作的小时数不变,则产出会下降至Q 2,要

想使产出保持在Q 1的水平上,则平均工作小时数必须增至H 2 (或者是通过增加资本和技术

变迁来抵消劳动力下降的结果)。可见,工人工作寿命的缩短而引起的闲暇消费的增加会使经

济处在它的生产可能性边缘之内,这种经济是无效的。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早退休意味着对将来的劳动力的负担的加重。当然,在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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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量增长时,生产可能性边缘会向外移动。中国低龄退休引起的产出的下降是可以通过新增劳

动力来弥补,但这并不影响上述的结论: 即在既定的劳动力规模上,早退休的结果是生产可能

性边缘将向内移动,在岗劳动力的负担加重。

第五,退休年龄与分配和消费。退休金保险制度是一种分配制度,它分配的退休基金是消

费基金的一部分,因而,退休年龄肯定会对分配和消费发生影响。无论是采取中国目前推行的

个人生命周期内的部分“积累式”分配方式,还是现收现付的隔代分配方式,消费基金分配的前

提是生产、是可供分配和消费的社会财富。在讨论退休与退休金的关系时,事实上我们已经接

触到分配问题。从表 2我们可以看出,通过退休金制度,越来越大的国民收入被分配给退休的

老人,不幸的是与此种倾向相伴随的是老年人抚养系数的急剧上升,这些因素共同作用的力量

如果大于生产率提高对产出作用的力量的话,必然的结果是可分配和消费的社会财富供不应

求。相对于庞大的退休基金而言,没有充足的社会财富,足额的退休金的积累,只意味着退休金

的贬值,并由于退休金对供给的压力造成的通货膨胀。这一点我们必须预计到。在保障水平既

定的情况下,唯一可行的是提高退休年龄,降低老年人抚养系数,扩大国民产出,提供充足的可

分配和可消费的物质财富。

总之,对于日益提高的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 45年前规定的退休年龄显得偏低。上面我

们已经讨论了偏低的退休年龄将对经济产生方方面面的不利影响。本文作者并不认为退休年

龄的适度提高就能解决中国现存的老年人口问题和即将发生和迅速发展的老龄化所带来的一

切经济问题。美国的退休年龄为 65岁,美国的退休制度仍在不断改革。但是适当提高退休年

龄确实能给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大的余地。从短期看,低龄退休可能是解决年轻人就业的手

段之一,但从长期看,低龄退休无论是对养老问题的解决还是对经济的发展及充分就业都是不

利的。早在 70年代初,日本劳工部就认识到适应第二次大战后的日本的退休年龄已不适应人

口平均预期寿命达到 70岁的人口了。从那时起日本劳工部就开始了鼓励企业提高退休年龄的

工作。20多年后的今天,轮到我们中国人做同样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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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出版社, 1995。

② 陶立群:《中国老龄化社会的战略对策》,载《中日老龄化社会发展与对策》,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0。

③ 库特·J·劳克:《处在十字路口的德国: 论德国经济的效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使馆论文集《过渡

时期的德国》,中文版, 57页, 1994。

④ 谢国明:《敬业危机透视》,载《南风窗》, 1995 (11)。

⑤ Schu lz,Bo row sk i and C row n: Econom ics of Popu lat ion A geing: T he“Graying”of A ustralia, Japan,

and the U n ited States, A uburn House, 1991, PP118～ 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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